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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洋文明的形成、特质与演进 *
王 日 根

摘 要：中国较早便有自己的海洋文明，既体现在政治家、思想家对天下的认识中，也昭示在沿海不同区

域人们的生计实践中。在多元文明形态的演进历程中，农业文明、游牧文明和海洋文明分别在特定的地理环

境下独立发展。由于中原土地肥沃，农耕技术进步很快，因而农业文明及其建立于其上的国家制度曾长期占

据主流地位，亦臻于一个较高的水平，对游牧文明、海洋文明都产生了一定的辐射作用；游牧文明、海洋文明在

得到农业文明滋养中迅速提升，且与传统商业文明相结合，开拓了陆上与海上的丝绸之路。无论海陆，无论农

商，事业的开拓都充满艰辛，需要付出代价，因而在不同的统治者和民众那儿，或进取，或保守，在海洋政策上

便有了开放与封禁的区别，但处于非主流地位的海洋文明却曲折成长。纵观历史演进，中国海洋文明具有较

强的与农业文明相交融的色彩，即体现出官方主导、民间先行、海陆互摄、协和万邦、德润四海、允执厥中的基

本特质。在殖民扩张的旗帜下，近代西方海洋文明与中国海洋文明交汇，其间经历了对中国海洋文明成果的

推崇、借用直至诋毁，从而完成了西方话语权的转换，世界史进入了一个强权时代；中国曾遭遇列强的蚕食鲸

吞，但是，当我们抛弃文化自卑，高扬文化自信的时候，中国海洋文明进入了蜕变再造的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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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中国海洋文明的探索，近期学界已发表了不少成果，如杨国桢《海洋迷失：中国史的一个误区》

《从涉海历史到海洋整体史的思考》《〈中国海洋文明专题研究〉总序》，李红岩《“海洋史学”浅议》，李国强

《关于海洋史与海疆史学术界定的思考》《关于中国海洋文化的理论思考》，于逢春《中国海洋文明的隆盛

与衰落》，陈支平《试论中国古代海洋文明》和黄纯艳《中国古代海洋文明的演进路径与基本特性》①等，读

后觉得这些学者从各自的立场，阐述了中国海洋文化的一些方面，如中国海洋文明的形成区域、形成时

间以及特征等，分歧还是比较大的，拜读后又多有意犹未尽之感，特撰此小文，就教于各位方家。

一、中国海洋文明的悠远脉流

（一）中国文明的多元性

中国有着高原、草原、平原、山地、海域等多元的地貌特征，在各自的自然环境中，中国的文明形态亦

* 收稿日期：2025—05—02
作者简介：王日根，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厦门 361005）。

①    杨国桢：《海洋迷失：中国史的一个误区》，《东南学术》1994 年第 4 期；杨国桢：《从涉海历史到海洋整体史的思

考》，《南方文物》2005 年第 3 期；杨国桢：《〈中国海洋文明专题研究〉总序》，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年；李红岩：《“海洋史

学”浅议》，《海洋史研究》第 3 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年；李国强：《关于海洋史与海疆史学术界定的思

考——兼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出刊百期》，《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6 年第 2 期；李国强：《关于中国海洋文化的理论思

考》，《思想战线》2016年第 6期；于逢春：《中国海洋文明的隆盛与衰落》，《学术月刊》2016年第 1期；陈支平：《试论中国古

代海洋文明》，《历史教学》（下半月刊）2024 年第 11 期；黄纯艳：《中国古代海洋文明的演进路径与基本特性》，《厦门大学

学报》（哲社版）2024年第6期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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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现出游牧、农业和海洋文明众星拱月的满天星斗状态。

中国广土众民，地理形态多样，因应自然环境，形成草原游牧文明、大河流域农耕文明、沿海渔猎文

明等不同文明形态。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基本是靠自然环境生存，对自然改善不大。哪里水草肥美，

他们就游牧到哪里。农业文明趋向于安定，因为土地是无法移动的，在人口日益增多的情况下，耕地往

往走向精耕细作。海洋族群则居处无定所，凡渔业、盐业都需要规避海上风浪、海潮等多重危险。多元

的文明起初曾在不同的自然环境中各自成长。相对而言，人性趋向于安定，早期文明形态中，农业文明

更易形成规模性，更便于积聚，也更能臻于较高的水平，形成精耕细作的农业耕作技术。在此背景下，奠

基于农业文明基础上的国家政权便取得了更多的发展壮大机会，形成了长期的以农业文明为主导的状

态，田赋也就成了中国历代国家财政的基础。

海洋文明的原始状态是“鱼盐之利”和“舟楫之便”，战国时期的齐国凭借“官山海”国策跻身战国七

雄之首，长芦、两淮、福建、台湾等地海盐业也蓬勃发展，为历代王朝提供大量的税收来源，各地渔业技术

的进步也迅速培养起中国富人普遍的“海味”爱好。

海洋文明萌生于海洋区域，近年来丰富的海洋考古成果在在说明了海洋文明同样存在于中国东部

自北向南的海岸带、海域和岛屿上，历史上早就有了跨越辽东半岛到山东半岛的航线，所谓“登州海行

入高丽、渤海道”①，《管子·小匡》中说：“北伐山戎，制泠支、斩孤竹，而九夷始听。海滨诸侯莫不来服。”②

《史记·货殖列传》中说：“燕亦渤、碣之间一都会也。”“有渔、盐、枣、栗之饶。北邻乌桓、扶余，东琯秽貉、

朝鲜、真番之利。”③渤海北岸的碣石港是早期环渤海沿岸航线上的重要港口，是燕国的通海门户，也是内

地连接东北、朝鲜半岛水陆要道上的重要隘口。秦始皇曾“游碣石，考入海方士”“刻碣石门”，汉武帝亦

“并海上，北至碣石”④。隋炀帝征战高丽时在临渝关（今秦皇岛）修建“临渝宫”，指挥海陆两路并进朝鲜

半岛，碣石港“帆樯如云，舳舻相接”⑤。唐宋时期以登州港为中心的东渡辽东、沿岸南下朝鲜半岛的航线

日益繁忙起来。

再说闽江口北岸的连江定海向为福州的重要门户，处于福州“海口门户之要冲”处的北茭、定海一

带，“其地山穿入海，复为巨石涌出……巨浪横激，过此者必审风审流，方可校使而过。若风逆流逆，冲冒

竟行，多有覆没者”⑥。沿海人们就是在不断认识海洋自然规律中推进着建盏、青瓷、白瓷等对日、对朝鲜

等地的销售，虽然时常发生沉船事故，但并不能阻滞人们投身高利润外贸活动的热情。

（二）悠久的中国海洋文明

从文明发展序列看，费根指出：更悠久的文明形态是海洋文明，早在人类进入农耕文明之前的六千

年里，世界各地的考古发掘都在在证明，人类经历了一个渔业打造的世界史阶段。捕捞和贝类采集时常

很容易满足其自给性的生存需要。人们最多采取晾晒、盐渍和烟熏等方式保存少许⑦。近年来，我国东

部沿海的若干考古发现也清晰地验证了费根的说法。

新石器时代的东夷、百越先民沿着辽东半岛、黄海之滨直至北部湾的环中国海沿线，创造了我国早

期的海洋文明，先民们还开展着近岸陆岛穿梭、远海乃至远洋逐岛梯航的航海实践。东夷史前先民从胶

东半岛到庙岛群岛、辽东半岛再到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东越、闽越先民从东南沿海跨越台湾海峡至台

湾、跨越巴士海峡至菲律宾及东南亚群岛、漂航太平洋三大群岛，以及南越、骆越先民在环南海的沿岸、

①    （北宋）欧阳修等：《新唐书》卷43下《地理志七下》，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第1147页。

②    （东周）管子撰，房玄龄注：《管子》卷8《小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本，2015年，第476页。

③    （西汉）司马迁《史记》卷129《货殖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3265页。

④    （西汉）司马迁《史记》卷12《孝武本纪》，第102页。

⑤    （南宋）袁枢：《通鉴纪事本末》卷26《炀帝亡隋》，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2373页。

⑥    （清）林枫著，官桂铨、官大梁标点：《榕城考古略》卷上“城橹第一”，福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1979年，第19页。

⑦    ［英］布莱恩·费根著，李文远译：《海洋文明史——渔业打造的世界》，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9年，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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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岛航行实践，形成东亚大陆文化经由海洋对外传播与交流的格局，显示了东夷百越与内陆文化间的相

互交融。

东夷海岱文化在早期便与诸夏相互融合，距今 6000—4500年前后，大汶口文化遗址主要分布在鲁

南和苏北地区，当时的彩陶工艺水平较高，且石斧、石锛已配套成型使用，社会财富明显增长，并出现贫

富差距。至大汶口文化中期，聚落遗址已遍布整个海岱地区，至大汶口文化晚期，已达到海岱史前文明

的顶峰。在距今 7300—6300年前后，山东滕州“北辛文化”遗址显示，在鲁中南、鲁北和胶东半岛，居民

定居化程度较高，形成了以农业为主，畜牧养殖、采集渔猎为辅的生活方式，氏族成员间也构成了家庭、

家族和氏族等多重社会组织关系。方辉等结合近年来环境考古所取得的进展提出，距今 4000—3500年

前后的气温下降，造成龙山文化晚期至岳石文化时期海岱文明衰落。由后李—北辛—大汶口—龙山—

岳石文化，即从公元前 8000—前 1400年的史前至青铜时代初期海岱地区文化发展序列表明：东夷文化

区是中华文化发展脉络中最为清晰、文化谱系最为完整、基本文化面貌最为稳定的区域。海岱地区与中

原地区文化交流一直很密切①。邹衡、李伯谦等从制陶、治玉、镶嵌、夯筑、占卜、犬牲、文字等方面，论述

了东夷文明对中原文明的影响，及其在思想意识形态、社会制度上为华夏文明的诞生所做的准备②。

鲁国唯周礼是尊，对夷人“变其俗，革其礼”③，齐国则对夷人“因其俗，简其礼”④，至此，海岱地区进入

齐鲁文明时期，开启了东方泱泱大国的华丽篇章。周文化对郯、莒、莱等夷人小国时常产生着示范作用，

1975年在莒南大店发现的两座春秋时期莒公大墓，无论是在墓葬形制、随葬器物乃至文字风格上均模

仿周人。所谓莒叔仲子钟铭“央央雍雍，闻于夏东”⑤表明春秋时期夷人对与中原华夏族群融合为一体的

认同与向往。

《后汉书·东夷列传》记载“秦并六国，其淮泗夷皆散为民户”⑥，汉武帝灭朝鲜后置四郡（乐浪、临屯、

玄菟、真番），大体实现了对海上东夷的直接控制。所谓“夷狄之有君，不知诸夏之亡也”⑦“蛮夷猾夏，周

祸也”⑧“蛮夷戎狄，不式王命，淫湎毁常，王命伐之”⑨等等，均代表了中原农耕文明及建立于其上的文明

形态已经显示出对海洋文明的优势。

作为二里头文化玉礼器的重要器类玉璋，最早出现于海岱地区，后被中原集团所吸收，并赋予祭祀

器具的功能。相互交流相互吸收带动了彼此文化的提升。

中华文明还积极吸收外来文明的元素，比如在汉代，通过陆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大量域外文明传入

中国，佛教就是突出代表。唐代国际交流频繁，乐舞中有天竺乐、高丽乐等，正是这种开放包容，才形成

了高度发达、丰富多彩的唐文明⑩。距今 4300—4100年左右，气候异常、洪水频发等因素削弱了诸夷的

实力，而由夏部族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广域王朝，太康失国则反映了夏王朝建立后，东夷仍然具有较强实

力影响中原王朝的历史进程􀃊􀁉􀁓。

根据古环境学者的研究，大约在冰期最盛期的 1. 5万年前，东海的海平面比现在要低 150米左右。

①    方辉、韩琇莹：《海岱地区百年考古发现与研究》，《山东社会科学》2022年第3期。

②    赵燕姣：《东夷文化在中华文明起源中的地位》，《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年5月26日。

③    （西汉）司马迁：《史记》卷33《鲁周公世家》，第1524页。

④    （西汉）司马迁：《史记》卷32《齐太公世家》，第1480页。

⑤    山东省博物馆等：《莒南大店春秋时期莒国殉人墓》，《考古学报》1978年第3期。

⑥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85《东夷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标点本，第2809页。

⑦    ［魏］何晏注，［宋］邢昺疏，朱汉民整理，张岂之审定：《论语注疏》卷3《八佾》，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0页。

⑧    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卷14，僖公二十一年，［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

第3931页。

⑨    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卷25，成公二年，［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4119页。

⑩    王巍：《从考古看中华文明的连续性》，《求是》2025年第3期。

􀃊􀁉􀁓    隋云鹏：《早期中华文明的夷夏格局》，《联合日报》2025年2月22日，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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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全新世以后，随着世界气候变暖，冰川消退，海面上升，到距今 10000年时，海面上升到-40米左右；

距今 9000年时，海面则在-25米左右；距今 8000年时，海面在-10米左右①。此后海平面延续不断地上

升，到距今 6000年左右时，达到现在的海平面水平，之后虽略有些波动，但总体变动不大。因此，很多学

者认为，大陆架区域应该有古人生活过②。2001—2003年，舟山的渔民在金塘海域打捞上来了近 300件

哺乳动物化石，种类有淮河古菱齿象、达维氏四不像鹿、葛氏斑鹿、斑鹿、河套大角麂、德氏水牛、牛属黄

牛种、额鼻角犀、真马等，其中有少量化石上有人工加工的痕迹。据研究，这批动物化石的年代当在更新

世晚期，是古人曾在大陆架生产生活过的证据③。1997年，舟山群岛朱家尖观音湾发现了厚达 3. 3米的

古木层，古木层下是泥炭层，泥炭层形成时此处当为潮上带泥滩，应与高潮海岸线有相当的距离，古木层

之上采集有陶片等人工遗物，虽不能确定其年代，但亦可充分反映出沿海地区海平面的上升与人类活动

的关系④。欧美考古学者在大陆架区域亦早已发现数量众多的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的遗址⑤。由此

或可断定，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开展，或许会在中国海洋大陆架上发现更多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新石

器时代早中期的遗址，而且因为离海远近不同，也会呈现出内陆与临海两种不同的生计模式⑥。内陆经

济模式越来越彰显出迅速发展的势头，且与海洋区域继续保持着相互交流融合的关系。

二、中国海洋文明与内陆文明的交融互摄

（一）内陆文明的后来居上及对海洋文明的辐射

官僚阶层、商人阶层是驱动农业文明、游牧文明和海洋文明开展相互交流的能动力量，多种文明形

态也在这种相互交融中彼此借鉴、吸收长处。中国历代奉行异籍就任制度，沿海地区出生的官员被任命

到内地，反之内地官员也可能被任命到边疆区域，官员的基本任务是征收赋税，提升教化，移风易俗，这

势必能带动彼此的文化交融。官员们时常还会引来祖籍地的商人们，搭建起任官地与祖籍地或其他地

区贸易的桥梁，将不同文明区域的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转化为商业资源，如今仍广泛遗存下来的客属会

馆就是这种交流的产物，它成为地域文化的展示物和标志，常常带来不同地域文化争奇斗妍的繁荣景

象，成为不同文化相互交流的平台，因此，农耕文明、游牧文明、 海洋文明之间的交流从未停顿。

商业活动在神农时期已经萌生，所谓“神农之世，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⑦ 。
且经常成为中国人农耕之余的辅助谋生手段，商人们在调剂我们这个广土众民国度的余缺方面厥功甚

①    严钦尚、邵虚生：《杭州湾北岸全新世海侵后期的岸线变化》，严钦尚、许世远等：《长江三角洲现代沉积研究》，上

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15—26页。

②    牟永抗：《浙江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初步认识》，中国考古学会编：《中国考古学会第三次年会论文集》，北京：文物

出版社，1984 年，第 1—14 页；张光直：《中国东南海岸的“富裕的食物采集文化”》，上海博物馆集刊编辑委员会编：《上海

博物馆集刊（总第四期）》，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第 143—149 页；孙国平：《宁绍地区史前文化遗址地理环境特

征及相关问题探索》，《东南文化》2002年第3期。

③    胡连荣：《舟山海域哺乳动物化石研究》，《浙江海洋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04 年第 3 期；胡连荣主编：《舟山

海底哺乳动物化石与古人生存环境》，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

④    孙立广、谢周清、沈显生等：《浙江朱家尖观音湾古木层的发现及其意义》，《自然杂志》2000年第 6期。该文认为

泥炭层和古木层的年代为距今 8500—6200 年（数据未校正）。Yang Z. ，Yuan L. ，Wamg Y. ， et al. ， Possible reasons for an 
extreme ecological disaster event in Zhoushan Archipelago during the period 5900-5600 yr BP.  Journal of Coastal Conservation， 
Vol. 25， 2021， p. 19. 该文重新测年并用树轮校正后，认为泥炭层和古木层的年代为距今5900—5600年，并认为古木层的

形成很可能是由强烈的风暴潮和海平面快速上升的共同作用造成的。

⑤    丁见祥：《浅谈大陆架考古及其意义》，《中国文化遗产》2022年第5期。

⑥    王永磊：《宁绍地区史前先民对海洋的开发利用》，《南方文物》2024年第4期。

⑦    （东汉）班固：《汉书》卷24上《食货志上》，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标点本，第11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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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但因为政策性的抑商举措，商人阶层却迟迟难以形成。即使到了明代中期以后，长距离的贩运贸易

因为道路网络的齐备、和平状态的普遍延续以及配套设施的建设而颇具规模，商人们仍普遍屈服于读书

人之下，或谋求以自身努力成为读书人，且先是依靠地缘纽带形成商帮，再通过“先义后利”“诚信为尚”

等树立“良贾”形象，才逐渐有了相对独立的商人群体。

闽南海商在欧人东来之际，将深耕得近乎成熟的印太海域航线与大西洋对接起来，马尼拉成为其中

的有力中转站，“闽人以其地近且饶富，商贩者至数万人，往往久居不返，至长子孙”①。 “民初贩吕宋，得

利数倍，其后四方贾客丛集，不得厚利，然往者不绝也。”②

由北至南的海洋拓展，使东洋航线突破马尼拉至厦门、澳门、广州、暹罗、婆罗洲等范围，不断向欧美

拓展，乃至延伸到加利福尼亚州、俄勒冈州、华盛顿州以及英属哥伦比亚等港口。不断加速着海洋世界

的一体化。

（二）海洋文明在融入内陆文明中壮大

以往论者多喜欢强调海洋文明的冒险性和进取性，而极言农业文明的保守和落后，其实这是一种偏

颇之论。早期的海洋文明也是自给自足型的，受到人类认识海洋能力弱，航海、造船技术水平低等限制，

人们无法涉足远海，海洋贸易活动也不能形成很大的规模；加上没有成熟的贮藏技术，渔民灶丁也不易

积聚自己的财富。所谓胼手胝足、望洋兴叹都是指海洋族群的生计方式较长时期内都处于较低水平。

倒是农业文明的成果在人口流动的驱动下逐渐向海洋区域渗入，特别是以大河流域为基础的农耕

文明与沿海渔猎文明都建立在对水的依恃的基础之上，因而更有了相互融合的自然性。凡埭田（闽南沿

海）、沙田（珠江三角洲）、海塘（江浙沿海）、荡地（两淮沿海）开发都是海洋区域农业化的重要表现。可以

说，是农业文明与海洋文明的结合，驱动了海洋区域经济开发的加深，也带动了海洋区域的文化提升。

所谓的“海滨邹鲁”即是指海洋区域文化提升的结果。

宋代福建区域迎来了文化大提升的高潮，莆田的蔡氏、惠安的吕氏、泉州的黄氏等均有人跻身官途，

进入王朝的显贵行列。明代海南岛在成化二年（1466），同时有薛远、邢宥和丘濬三人获得高级功名，到

万历时又有海瑞跻身宦途。“南溟奇甸”一下子出现“海外衣冠盛事”，这是农业文明的凯旋，也直接带动

了海洋文明的更新和提升。在沿海岛屿的开发过程中，福建沿海岛屿、广东海南岛均因为文化的跃升，

对中原文化的吸收与内附而很快进入到一个较高的阶段。相对而言，台湾因为离大陆相对较远，又暂时

未被列入南北航线上，其开发相对滞后。

因此，保守、安土重迁、进取、冒险等观念并不能成为区分农业文明和海洋文明的标志，冒险、进取也

是农业文明向前推进的重要品格，其与海洋文明的结合则迅速促成了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东移。农业

文明与海洋文明的交融、互摄是中国历史演化的基本内涵。

中国古代国家观念中早已形成了等级式的区域治理模式，《周礼·秋官·大行人》说：“邦畿方千里，其

外方五百里，谓之侯服，岁壹见，其贡祀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谓之甸服，二岁壹见，其贡嫔物；又其外方五

百里，谓之男服，三岁壹见，其贡器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谓之采服，四岁壹见，其贡服物；又其外方五百

里，谓之卫服，五岁壹见，其贡材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谓之要服，六岁壹见，其贡货物。九州岛之外，谓之

蕃国，世壹见，各以其所贵宝为挚。”③ 中国乃天下之中，中国的疆域覆盖及于四海，边陲地带乃蛮夷戎狄

诸部落，属“化外”之地，因此，“天下”是由“诸夏”和“四夷”共同构成的，是包含了“中国”（华夏文明的中

心地带）和“四夷”边疆在内的一个文化单位，是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建立在文化秩序上的天下。海洋

族群与陆地族群共存于华夏这面大旗下。王朝统治者常常以“和合诸夷”作为国家兴盛富强的表现。政

治上的“羁縻”统治，经济上厚往薄来的互市贸易，文化上的积极输出，均力求于“润物细无声”中将中原

①    （清）张廷玉等：《明史》卷323《吕宋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8370页。

②    （明）何乔远编撰：《闽书》卷39《版籍志》，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册，第977页。

③    （清）孙怡让撰，王文锦、陈玉霞点校：《周礼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2974—29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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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输出到边疆，使四夷受到中华礼仪道德、文物制度的浸染。在此基础上

建立的大一统帝国就具有了政治统一和文化统一的双重意蕴。不同民族表现出相互的宽容和接纳，彼

此具有包容性和涵化能力。农业文明主导海洋文明被包容是中国历史时期的基本表现形式。

人类对自然的认识和利用无法超越历史阶段性。相对于海洋而言，最初只是“兴鱼盐之利” “行舟

楫之便”；当海洋成为全球的通道和商品流通的桥梁之后，海洋经济才焕发出勃勃生机；当海洋科学进一

步发展，人们有了更深度认识海洋能力之后，海底资源开发、海域上空资源利用都得以实现之后，海洋对

人类的价值将有更广阔的空间。这时，海洋文明的优越性就可更充分地发挥出来。

从宁绍地区史前先民对海洋资源的开发利用来看，海洋为先民提供了丰富的食物与海盐，促进了海

洋经济的发展；但海洋在为先民提供丰富资源的同时，因海洋环境的极端不稳定，一定程度上又限制了

沿海地区史前社会的阔步发展。宁绍地区史前时期的海洋聚落多小而分散，亦未发展出明显分层的社

会，在稻作农业经济发展起来以后，依赖海洋维持生计的优势很快被弱化。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中国

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渐显缓慢，与发展相对迅速的内陆农耕文明区逐渐拉开了差距。

稻作农业的兴起，使得人口增长加速，亦一定程度上挤压了海洋族群的生存空间，导致这些人往外迁徙，

甚至扩散到台湾地区，进而发展成南岛语族①。农业文明的迅速成长一定时期内之所以挤占了海洋族群

的生存空间，当可视为农业文明仍处于优势和主导地位。

浙闽粤等沿海区域民间海洋力量时常在官方管控间隙滋生成长，清康熙元年（1662）郑成功收复台

湾，把台湾作为根据地。其子、孙又相继治理台湾 21年。此间郑氏政权设府县，置乡社田园册籍；实行

屯田垦荒，寓兵于民，发展种植业和制糖、制盐；鼓励工商业和对外贸易；帮助土著居民改进农业生产方

式；开办学堂等等，使台湾的人口数量和经济得到相当大的发展。郑成功认识到“沿海地方，我所固有者

也。东西洋饷，我所自生自殖者也”②，保护商船和航运权益，维护海上的一切利权，达到“通洋裕国”的目

的。郑成功指责当时的马尼拉当局“与荷夷无别，凌迫我商船”，若“一味狡诈，则我舰立至，凡你城池库

藏与金宝立焚无遗，彼时悔莫及矣”③。郑成功站在明朝立场对菲律宾西班牙总督的警告，一定意义上显

示中国传统海权意识已经形成。

闽粤沿海的居民在政府海禁政策下，或冒险闯禁，或贿赂守边将帅官员，或直接偷渡滞留海外，分别

形成明代所谓的大倭患，明末清初的猫鼠同眠以及清前期海外华人社会的形成，这些客观上促进了海上

丝绸之路的发展和壮大，彰显了中国沿海居民不屈的进取精神和融汇各种文化的能力。中国海洋文明

正是以开放包容的情怀，曲折地发展壮大的。

三、中国海洋文明成长的政策环境与曲折

（一）海洋文明的流动性与中央集权稳定性的悖论

海洋文明具有显著的流动性与跨区域性，从事海洋活动的人们有着更广阔的游移空间，无论是捕

鱼，还是商业贸易。往往越远途的贸易才会带来越大的商业利润，这无疑是能调动人们冒险探索的强烈

欲望的。由于早期的航海活动依靠自然动力，虽然季风变换很有规律性，却多有偶发的台风、海啸等自

然灾害，出海的人们时常是抱着请神灵保佑和逐渐积累起的应对经验而下海的，船只的坚固性、利润的

①    王永磊：《宁绍地区史前先民对海洋的开发利用》，《南方文物》2024 年第 4 期。皮特·贝尔武德认为河姆渡文化

是原南岛语族文化稻作经济的来源，稻作农业的发展以及由此引起的人口增长是原南岛语族的祖先从大陆向海洋扩散

的根本原因。转引自焦天龙：《南岛语族航海术的起源与发展》，杭州市萧山跨湖桥遗址博物馆编：《跨湖桥文化国际学术

研讨会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年，第211—217页。

②    （清）杨英撰，陈碧笙校注：《先王实录》，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63页。

③    林金枝、韩振华：《读郑成功致菲律宾总督书——中国历史上保护华侨正当权益的先驱》，《南洋问题》198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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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小以及随船人员是否能安全回归都是未知数，这样的环境多能培养出他们的不羁与叛逆。

统治者对于他们常常是心怀担忧的，因为中央集权体制下，编户齐民方式才是统治者最有把握的管

理方式，子民们在为王朝提供赋役义务的同时，也能享有应科举、跻身官僚行列的权利和机会。但是，逃

脱户籍的人们对于这些义务和权利都不感兴趣，他们有时还会举起义旗从事起颠覆王朝的行动，于是王

朝政策中除了施以儒家教化这种温和手段之外，也不放弃武力镇压、大举杀戮等残酷手段。在海上滋长

壮大的反政府力量，如明中叶的倭寇、明末的郑氏集团等，都让王朝大伤脑筋，可在智慧的封疆大吏的奏

疏中，却发现王朝有时将矛盾扩大化了，有时则可采取缩小打击面，争取大多数的策略，晚明海洋秩序一

度归于平静，就是这种策略产生的积极成果。

（二）海洋发展的开拓性对王朝秩序的必然要求

在中国历史的不同时期，海洋文明所处的地位也多有不同，像战国时期的齐国、秦、汉、唐、宋、元、明

清时期等都有海洋文明滋长发展的成果。管仲的“官山海”使齐国率先成为“五霸”之首；秦始皇派徐福

东渡，较早打通了中国与东亚邻国的海上通路；汉武帝派遣使者向西走海上到达黄支（今印度）；孙吴时

有朱应、康泰前往南洋；唐朝时则有杨良瑶远赴大食；直到明初郑和七下西洋，这些官方主导的外交与外

贸活动持续不断，声势浩大，其中雄厚的国力是支撑这些大规模海洋盛举的重要前提。民间海上活动一

直绵延不绝，有时也能达到较大的规模，像唐之张保皋、明之郑芝龙家族等都是显例，他们在东亚海域受

到广泛的推崇，甚至奉为神灵。唐宋以降，海上“丝绸之路”的迅猛发展，使得中国官民通过海路与沿线

国家进行着频繁的政治、文化交往，海上贸易也呈现出一片繁荣的景象。这条海上“丝绸之路”，联通东

北亚、日本、南洋、波斯、阿拉伯世界，远到欧洲、东非，并以此为跳板，连接到世界更广阔的地域与国家，

它不仅仅是东西方商业贸易的桥梁，也是沿线各国政治经济往来、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海上“丝绸之

路”沿线的国家，也同样是面向海洋的国度，它们各自的发展与壮大，也见证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

这些国家的民众，也曾积极参与海上贸易，特别是在大航海时代到来之后，逐步营建出“全球化”的新

时代。

南宋高宗时推行“通洋裕国”的国策，“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得宜，所得动以万计，岂不胜取之于民？

朕所以留意于此，庶几可以少宽民力耳”①。广州、泉州、明州发展成为当时著名的国际大港。

明朝时郑和下西洋更是以举国之力，组织起庞大的船队，既“耀兵异域”，亦“布德化于四海” ，在肃

清沿线海氛、拓展商业航道、连接南海、印度洋各国间的贸易等方面均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对建立平等、

互利、和平、和谐的印度洋贸易体系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也为 16世纪西方殖民者进入东方世界铺平了航

行通道。其实，倘若我们换一个视角看郑和下西洋，其所产生的影响包括：将明朝的影响扩大到南洋各

国，大明宝钞亦作为赏赐物被散布到当地社会，一定程度上成为当地推崇的货币，打通了中国与南洋各

国间货币的相互流通渠道，经由南洋流入中国的白银甚至引发了明朝赋税制度的革命性变化，所谓的

“厚往薄来”也是建立在大明居高临下的商品定价权的基础之上的，从这个意义上说，郑和下西洋并不一

定会导致“国库空虚”的结果。郑和下西洋打通的贸易通道逐渐被民间继承，延续下来，本来就是郑和下

西洋所产生的经济上的积极成果，也从另一方面证明声势浩大的海洋活动带来的巨大政治、经济、文化

效益绝不应该被低估。

明代后期，西方殖民者已在大航海之后进入东方，印度洋海洋贸易的航线与大西洋海洋贸易航线实

现了连接，且还开辟了跨越太平洋的航线，全球化时代宣告来临。明朝后期以来，无论是中央，还是沿海

地方，均顺应时势强化了行政建设，扩大了服务官方民间海洋活动的机构规模，乃至将由漳州月港出海

贸易活动合法化，都体现了时代变化趋势是只应该顺应而无法强行遏制的。

①    （南宋）熊克：《皇朝中兴纪事本末》卷 42，起绍兴七年十月讫十二月，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第827—8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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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近代中国海洋文明与西方海洋文明的碰撞

（一）西方近代掠夺式富国理念的一路唱响

从葡萄牙、西班牙到荷兰、英国，西方列强越来越明显地将国家利益推至至高无上的地位，纷纷推行

海上霸权，以零和博弈的思路侵夺别国的财富。

清朝统治者发现这一苗头后，逐渐采取了收缩的政策，康熙皇帝就认为：“盖天下东南之形势在海而

不在陆，陆地之为患也有形，易于消弭，海外之藏奸也莫测，当思杜渐。更以台湾、澎湖新辟，远隔汪洋，

设有藏机叵测，生心突犯，虽有镇营官兵汛守，间或阻截往来，声息难通，为患抑又不可言矣。”①西方殖民

者的行为更是清王朝无法把控的。康熙帝晚年曾说：“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②乾

隆则自信满满地说：“英吉利在西洋诸国中较为强悍，今既未遂所欲，或致稍滋事端。虽天朝法制森严，

万方率服，英吉利僻处海外，过都历国，断不敢妄生衅隙。但观该国如此非分干求，究恐其心怀叵测，不

可不留心筹计，豫为之防。因思各省海疆最关紧要，近来巡哨疏懈，营伍废弛，必须振作改观，方可有备

无患。”③但事实上清朝水师建设的目标原只是“保商靖盗”， “仅为防守海口、缉捕海盗之用，辖境虽在海

疆，官制同于内地”④。英国发动鸦片战争时，虽然清军事实力未必落后，但殖民者的欲壑却成为其攫取

清朝财富的不竭动力。此一时期沿海有识之士及部分地方海疆官员对海疆、海防的认识要远比当政者

深刻得多、有远见得多，但他们的建议和呼吁常常未被采纳。晚清政治派系林立，互相倾轧，腐败堕落严

重，一些官员在列强之间走钢丝，谋偷生，视洋人为强弩，自灭威风，步步退让。

（二）中国海洋文明话语权的被挤压与抗争

然而殖民者对财富攫取的欲壑是巨大的，他们很快利用起华人建立的贸易网络，甚至直接役使华人

充当引路人，深入中国内地，直至不惜使用武力，发动侵略战争，导致中国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

尘，中华民族经历了一段屈辱的抗争期。

道光时期，西方势力更多地进入中国，这逼使部分知识官僚开始有意识地认识和了解外国，也更自

觉地了解当时国际的运行规则。林则徐出身于沿海的福州，接受过扎实的传统儒学教育，具有强烈的报

国情怀和稳健的处事态度，其因此进入到海疆官员的行列中，成为道光朝经世派的重要代表人物。

林则徐认为：自汉唐以来，中国都是以“怀柔”之策，开放门户，任外国人远来贸易，唐朝设立的市舶

司就以管理和招徕外国商人为职志，“厚往薄来”一向是中国王朝统治者的基本出发点，其中显然包含着

大国风范和力求布德威于远方的示范情怀。但是，对于那些假贸易之名行掠夺之实的外国海盗，以及

16、17世纪葡萄牙、荷兰殖民者对中国沿海地区的侵犯，出于国防的需要，我们也必然要采取自卫性质

的“禁绝”行为。

英国政府支持鸦片贩子以走私的方式向中国贩卖鸦片，这无疑具有强盗性质，也不符合当时通行的

国际法则。当时清朝政府无论是“塞源”（禁止输入）、“遏流”（禁止内销）、“正本”（禁止吸食），都无法切

断其赤裸裸的武装走私。从 19 世纪初到鸦片战争前夕，输入中国的鸦片数量急剧上升，仅从 1820—
1838年，英美鸦片贩子共计向中国输入了427620箱鸦片，从中国掠夺了价值三四亿银圆的财富⑤。

鸦片贩子在英国政府的支持下，打着“自由贸易”的旗号，凭借坚船利炮，更加放肆地走私鸦片。查

顿（William Jardine，1784-1843）这个出生于英国的外科医生不惜放弃医生身份创办怡和洋行，走私鸦

片，因而暴富。鸦片的输入一方面让白银大量外流，另一方面则使清政府因贿赂成风而更加溃烂。鸦片

①    （清）施琅撰，王铎全校注：《靖海纪事》卷下《海疆底定疏》，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34页。

②    《清仁宗实录》卷270，康熙五十年十月壬子，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本，第650页。

③    《清高宗实录》卷1436，乾隆五十八年九月癸丑，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本，第196页。

④    《清史稿》卷135《兵志六·水师》，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3981页。

⑤    ［美］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第238—239页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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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成为当时中国严重的社会问题，人民群众视罂粟为“妖花”、鸦片为“毒蛇”，斥责走私船为“鬼船”，声

讨侵略者“贩卖鸦片，毒为生灵，伤民命奚止数百万众，耗民财奚啻数千万金” ①。

林则徐痛感吸食鸦片带来的“民穷”“银涸”惨状，他在就任江苏按察使后，“密访严拿”“积蠹有名之

棍”。到湖广总督任上时，林则徐更是查拿烟贩，收缴烟具，配制推广断瘾药丸，使禁烟取得显著成效。

他上疏道光皇帝，陈明：“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兴

思及此，能无股栗。”② 林则徐较同时代人思想更深邃之处在于：鸦片输入不仅导致白银外流，财政匮乏，

人民身体素质降低，而且还增强了敌人的实力，导致“借寇资盗”的后果。

道光帝终于接受了林则徐的劝谏，于 1838年 10月 25日发布谕旨，要各省“同心合意，不分畛域，上

紧查拿，毋得稍行松劲”③。 12月26日，林则徐奉命抵京，前后连续被召见8次，31日被派为钦差大臣，并

节制广东水师，前往广东，厉行禁烟。

林则徐禁烟走过了从重治吸食者转向打击鸦片贩子的路径，体现了其更加切合实际的工作作风。

以前一提到打击鸦片贩子，往往会扩大化地走到闭关这条因噎废食的道路上去，林则徐则试图寻找精准

治理的思路，提出了保护合法、打击非法的治理方略。

林则徐在苏州南濠、汉口等地对“阛阓聚集之地”的“行商铺户”进行实地调查，了解到“行商铺

户……谓近来各种货物，销路皆疲。凡二三十年以前，某货约有万金交易者，今只剩得半数，问其一半

售何货，则一言以蔽其口，鸦片烟而已”，因此“以中国之利利外夷，是夷人所获之厚利，皆从华民分

去”④。 这损害了我们的经济主权和民族利益，林则徐完全是站在国际法则的高度来认识这个问题的。

两广总督张人骏利用国际海洋法则与列强开展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是地方官员中据理力争的一个

典型代表，他在处理日本二辰丸案中彰显了民族气节，赢得了正义之士的赞许。

光绪三十四年（1908）日本船只“二辰丸”擅闯中国海域，私卸军火，遭遇中国海上管理部门的扣留，

日方却盛气凌人，强词夺理，且试图勾结葡、英等方给清政府施压，蛮横地提出五点解决办法：（1）中国政

府对撤换国旗一事，应派兵舰升炮以表歉忱，乃解放二辰丸时，令其兵舰近现在该轮停泊之处升炮，并先

期知照日本国领事阅视，实行撤换国旗一事，帝国政府必要求中国将此案应担其责之兵舰管驾官等从严

加罚。其办法帝国政府应任中国政府自行秉公办理；（2）中国政府应即时将二辰丸放行，不得立有条件；

（3）二辰丸拟运澳门之军火，知为中国官宪所挂念，帝国政府可竭力不令其再运该埠，惟中国政府应备价

收买此项军火，订价日本金二万一千四百元；（4）中国政府应声明俟查核扣留二辰丸实情，将应担其责之

官员自行处置；（5）中国政府应将此案为扣留二辰丸所生之损害赔偿，帝国政府俟查明后即行告知其数，

应核实算定⑤。

但张人骏不屈不挠，据理力争。他对清廷外务部“顾全邦交，以速结为准”心存疑虑，认为日本“恃其

强权”，根本不顾该处为我国领海，不得贩运军火等各国公认的准则，因此，一味地放任日本凌辱恐有不

妥。但清廷这时完全抱着自保的消极态度，张人骏觉得这显然不是合适的做法。另外清廷外务部还致

电张人骏，检讨我方“当初失之太骤，操切从事，致本系正当之办法，转为他人所借口，使我情理虽足，不

①    《全粤义士义民公檄》，齐思和等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年，

第 353页

②    《钱票无甚关碍，宜重禁吃烟，杜弊源片》，中山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现代史教研组、研究室编：《林则徐集·奏

稿》，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601页。

③    文庆编：《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5卷，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第124页。

④    《拟颁发檄谕英国国王稿》，中山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现代史教研组、研究室编：《林则徐集·公牍六》，北京：中华

书局，1963年，第126页。

⑤    《光绪三十四年二月十一日日使林权助致外部扣留辰丸提议赔偿损失请照允照会》，王彦威，王亮辑编，李育民

校注：《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卷212，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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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适用法律”。这时“粤中士民不察，集合鼓噪，甚有罢市暴动之说”，让清廷觉得很难措手，“遇事献替，

固为士民之责”。清廷希望张人骏“将此案情节与所以办结之故，剀切晓谕，以免误会”，避免“借词生事，

故为反对”，导致局面恶化①。

经过这一事件，中国政府海权意识也得以强化。《外交报》刊文指出：“吾国为东亚独立之邦，东南两

面皆边巨海，北起吉林，南抵琼崖，经过八省，延袤万数千里，悉吾国独有之海线，而更无他国分其利权，

天然之形势，本欧西诸国所未有也。然正惟以独立之故，乃拥有大好之形势而不自知，遂使诸国之兵舰

商船悉得任意航行，如入无人之境，驯至反客为主。而我之航海船舶反寄于他人范围之下。不平之事盖

莫有过于此者矣。人第知胶湾、濠镜之类为外人所占有，而不知稽天巨浸中，岛屿林立，我足迹所未尝

至，舆图所未尝纪，而彼族已窟穴其间，为殖民之新地者，实止一二区而已哉！闻政府有测绘海图之举，

此真今日之急务矣。故略举西儒辩论领海之学说，刺取其最要者，以告体国经野之君子。”② 视野放宽之

后，清廷积极顺应的姿态也是很明显的。

结语与思考

（一）中国海洋文明在辽阔的海洋环境中生长

中国海洋文明在辽阔的海洋环境中生长，范围覆盖了从辽东半岛到北部湾的广大东部沿海乃至远

行到太平洋岛国，中国海洋文明将高度发达的内陆文明作为自己的依恃力量，将海洋天文、地文、人文知

识推进到领先的阶段，使得海洋活动无论从商品种类、航行所及区域以及文明传播领域等方面都为世界

所惊叹、倾慕、借鉴与效仿，中国的若干海洋文明成就冠绝世界，长期后无来者。

（二）中国海洋文明多元主体在海洋文明创造中的贡献

中国海洋文明向来包含了多主体的共同参与，滨海人群固然常年活跃于波涛之中，但以鱼盐为基本

生计方式的小民历来多成就不了海洋开发的大事业，王朝意识到海洋之利在国家财政中的重要作用时，

会毫不犹豫地介入乃至主导海洋事业，在沿海和内地积累起较多商业资本的富户们，如徽商中的汪直、

福建南安的郑氏集团，成为海洋文明发展壮大的重要力量，他们可以造大船，屯多货，走远洋，大进大出，

乃至在明末东亚海域、在清代称雄世界的富豪排行榜上都可列出他们的英名。历朝沿海的官员们常常

是海洋文明的积极推动者，他们积极探索海洋自然规律，引导海上造船、航行技术的发展，将海洋事业推

进到更深的大洋。像蓝鼎元、庄亨阳、蔡新、林则徐等都不同程度地推动了王朝海洋政策向更加开放的

方向发展，海洋防御官兵亦是中国海洋文明的重要贡献力量，他们长期与恶劣的海洋环境争斗，在维护

海氛、肃清海盗等方面形成了巨大的正能量。

（三）中国海洋文明在王朝开闭政策下或兴或潜

中国海洋文明曾反复给中华文明以新的激励和促进，但因为王朝小政府大社会的运行机制，使得政

权一方总是将稳定放在至关重要的地位，一旦有了商业兴盛下的人员流动、王朝子民的潜匿与他徙、敌

对势力的异军突起，王朝往往都会惊慌失措，矫枉而过正。于是，过当的封闭政策常常极端地压制海洋

文明的生存空间，海洋活动常常被定义为反政府的举动而被禁止、剿灭；而一旦危机消除，或王朝对自己

的海疆治理充满自信时，海洋活动又多能取得合法性的运行空间。有时地方官员也会从民生角度出发

给予下海者更多的机会，有时海岸线的防御本身就存在诸多的漏洞，恰好给予无视禁令者长袖善舞的空

间，因此中国海洋文明的脉流是汩汩不息的，只是有时处于政府支持下的兴盛状态，有时却潜入地下，波

澜不惊。

①    王彦威，王亮辑编，李育民校注：《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卷212，第15—16页。

②    佚名：《论国家对于洋海之主权》，《外交报》第8卷第32期，1908年，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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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国海洋文明的特质与当代价值

中国海洋文明的特质大体可概括为：官方主导，民间先行，海陆互摄，协和万邦，德润四海，允执厥

中。这些特质是由中国海陆丰富的自然环境所决定的，是由中国悠远的和平发展、天下为公价值观念所

决定的，是由中国广土众民、地区间调剂余缺而形成的商业传统衍生而来的，是王朝综合社会安定、王朝

安全、美美与共的秩序观而自然生成的。中国海洋文明与中华文明一样崇尚和平，却从不畏惧外来的强

权，尽管近代列强肆意挤压中华海洋文明话语空间，却始终有着坚定的抗争与不屈的坚守。

我国“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的提出，旨在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积极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

济合作伙伴关系，彰显我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大国担当精神。中国传统海洋文明发展历程中形成的官方

主导、民间先行、海陆互摄、协和万邦、德润四海、允执厥中特质，渊源于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观，具有和

平性、协商性、共生性和中庸性，作为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势必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具有积极意义。

The Form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Evolution of China’s Marine Civilization

Wang Rigen

Abstract：China has had its own maritime civilization early on， which is reflected not only i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world by politicians and thinkers， but also in the livelihood practices of people in different coastal regions.  In 
the evolution of diverse forms of civilization， agrarian civilization， nomadic civilization and maritime civilization have 
developed independently in specific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s.  Due to the fertile land in the Central Plains and the 
rapid advancement of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agrarian civilization and the state system established on it have long 
dominated and reached a high level， exerting a certain radiation effect on nomadic civilization and maritime 
civilization.  Nourished by the agrarian core， nomadic and maritime cultures developed swiftly， and through their 
integration with traditional commercial civilizations， opened up the Silk Road on land and sea.  Whether by land or 
by sea， whether in agriculture or commerce， the expansion of these ventures was fraught with hardships and required 
paying a price.  Therefore， rulers and people responded in different ways—expansion or caution—leading to 
alternating policies of openness and prohibition in maritime policies.  However， the non-mainstream maritime 
civilization has grown through twists and turns.  Throughout its historical evolution， China’s maritime civilization has 
consistently shown a strong tendency to integrate with agrarian civilization， reflecting the core features of official 
oversight with grassroots initiative， mutual influence between land and sea， harmonious engagement with all nations， 
moral cultivation that extends across oceans， and a balanced， centered approach to governance.  Under the banner of 
colonial expansion， modern Western maritime civilization and Chinese maritime civilization intersected， 
experiencing a process from admiration and appropriation to denigration of Chinese maritime achievements， through 
which Western discourse power was established， ushering in an age of global hegemony.  China once suffered from 
the encroachment and plunder of foreign powers， but as cultural self-doubt gives way to cultural confidence， China’s 
maritime civilization is entering a new stage of transform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Keywords： Chinese maritime civilization； formation； features； e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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